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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中国面临日趋激烈的“贸易战”和“技术

战”。在“卡脖子”的创新困境下，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确立了自主创新在国家现代化全局中的战略支撑地

位，意味着经济发展亟需由追求高增速的粗放型模式向

追求高质量的创新驱动模式转变。这一转型的根本落脚

点在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蔡昉，2021)[16]。其中，创

新要素1是直接关乎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战略

资源，在重视投入规模的同时如何推进其合理化配置，

成为学者和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随着人工智能、

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ABCD”数字技术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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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要素区际流动视角

数字化能否改善创新要素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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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数字

化发展下的新应用和新业态骈兴错出，数字经济已是中

国经济增长的大势所趋(许宪春等，2021) [35]。数字化

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同时，也为我国加

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重大机遇。那么，在数字化背

景下，创新要素的配置是否得到了优化？如果答案是肯

定的，数字化如何改善创新要素错配？以上问题的探讨

立足于创新驱动和数字经济这两大趋势，对研究以数字

化为抓手的中国创新要素错配问题具有重要理论及现实 

意义。

从现有研究看，诸多学者已经关注到中国转型经济

体内的资源错配现象，并就错配程度的测算(Hsieh and 

K l e n o w，2009；陈永伟和胡伟民，2011) [7][20]、成因

(Brandt et al.，2013；宋马林和金培振，2016)[3][30]、对

经济的影响效应(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李俊青和苗二

森，2020)[37][26]以及改善错配的具体因素(白俊红和刘宇

英，2018；季书涵和朱英明，2019)[13][24]展开了一系列

研究。然而，现有的多数研究重点考察的是传统生产要

素错配，普遍忽视了创新要素的错配。鉴于此，也有学

者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创新要素配置水

平的测度。靳来群等(2019)[25]通过构建部门间资源错配

程度测算模型，利用工业数据测算了创新资源的区域结

构性错配；陶长琪和徐茉(2021)[31]在创新要素的指标体

系中引入了数据要素，基于熵值法测算了创新要素配置

水平。二是影响创新要素配置的因素。主要涵盖：主体

内部因素，如技术创新的要素偏向水平以及研发投入之

间的替代弹性(Löfsten，2016)[10]和外部环境因素，如政

策干预(董直庆等，2020)[21]、金融市场和交通基础设施

(Li et a l.，2017)[8]。三是创新要素配置对创新效率或能

力的影响。刘冬冬等(2020)[28]发现研发资本价格扭曲抑

制了制造业创新效率，而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则起到促

进作用。从创新主体看，产学研三大主体的创新资源错

配对省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同样存在异质性(陈怀超等，

2021)[18]。

随着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方兴未艾，学者们开始从

信息化、数字化的视角对要素错配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

分析，且集中于研究对要素错配的直接影响。如张永恒

和王家庭(2020)[39]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明显改善省际层

面的资本错配水平，但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不显著。韩

长根和张力(2019)[22]发现互联网对要素错配的影响具有

门槛效应，只有当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一定水平时才能促

进资本或劳动力错配的改善。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将资

源配置视作信息化或数字化影响其他因素的重要内在机

制。李宗显和杨千帆(2021)[27]通过构建数字经济指数，

发现要素配置效率是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

介渠道。Li and Du(2021)[9]从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表明，

互联网发展可以通过缓解资源错配来提高中国企业的能

源效率，从而实现节能效果。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于数字化对要素错配的影响

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研究更为

缺乏。另外，鲜有研究探讨数字化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内

在影响机理。因此，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

际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相较于已有研究聚焦于劳动

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错配，本文将研究的焦点定

位于创新要素错配，并以数字化浪潮为切入点，分析其

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第二，目前关于要素错配的研

究大多基于静态角度，而忽略了要素在区际之间流动所

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故本文从创新要素流动视角出

发，将创新要素流动和创新要素错配纳入一个统一的分

析框架。创新要素流动的过程即体现了再配置的过程，

因此本文进一步从创新要素再配置是否实现了配置的优

化来深入揭示数字化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内在影响机理，

从而为我国在新发展格局下以数字化为抓手促进国家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路径选择与优化提供了有益

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要素错配”即是资源配置未达到最优状态(陈永伟

和胡伟民，2011)[20]。造成要素错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两类：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市场分割因素(张永恒和

王家庭，2020)[39]。二者的存在均难以促使要素自由流

向利用效率更高的行业或区域。考虑到近年来数字化与

经济社会的全方位融合不断深化，区域创新系统的现有

技术格局和创新模式也必然发生转变。一方面，随着创

新活动的数字化进程加快，数字技术的渗透、数据要素

的替代以及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协同演进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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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创新要素的使用和配置效果；另一方面，数

字化减少了要素的流动障碍，通过创新要素区际流动

来实现创新生产的互动、竞争和转移，以此间接作用

于创新要素配置。数字化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途径

如图1所示。

(一)数字化与创新要素错配

随着生产活动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化对要素配置

效率的影响具有渗透效应、替代效应和协同效应(蔡跃

洲，2018)[17]。渗透效应是指数字技术能够嵌入到既有生

产要素，借助芯片等载体实现要素信息的具体化、动态

化，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在云端实时共享，充分释放“信

息势能”，进而有效削减行业与企业之间创新资源的流

动壁垒，这必然会直接影响研发要素的使用和配置效

果。替代效应是指数字化创造了新要素替代传统要素，

或者通过改变要素的利用方式来使生产效率提升。数据

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担当着愈加重要的角色，并凭借非竞

用性、客观性等特征，迅速成为数字时代的核心生产要

素(肖旭和戚聿东，2021)[34]。基于数据要素的价值周期

属性2，数据反馈最显著的特征是高效、动态，对于科学

决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例如，设备运行中的在线实时

数据，可以成为产品性能改进、精准定位长尾客户群体

潜在需求的重要数据来源，并通过机器学习、应用、持

续反馈与持续更新以优化既有要素的组合方式，引导创

新要素的合理化配置。协同效应则是指产业数字化和数

字产业化协同演进，在这过程中更多的研发人员和研发

资本由于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品的不断涌现，进入了

生产更加高效的数字化产业领域，进而区域创新要素配

置效率得到提升。

然而，值得重视的是，随着数字化向纵深发展，

数字技术对传统行业渗透的加深必然推动市场趋向于

形 成 高 度 集 中 的 市 场 结 构 ， 出 现 数 字 平 台 垄 断 势 力

(Subramaniam et al.，2019)[12]。一些科技巨头往往会利用

知识产权、大数据、算法和网络效应等构建竞争壁垒，

寻求垄断租金，其他创新性企业很难进入市场并与其有

效竞争，这有可能损害市场竞争和创新行为，甚至导

致创新资源不断向少数的大企业集中，加剧创新要素错

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H1a：数字化对改善创新要素错配存在直接促进作用。

H1b：由于垄断势力的出现，数字化可能对改善创

新要素错配不存在显著作用。

(二)数字化、创新要素区际流动与创新要素错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

确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然而，地方保护主义和

“诸侯经济”的遗留，导致省际之间出现相互分割的市

场，规模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严重滞后。数字化背景下，

网络空间产业生态的形成和发展突破了“斯密定理”3

对物理空间市场规模的限制，无限扩展了资源配置的范

围。也就是说，互联网的公平性和实时交互性可以使

要素的供需双方在获取信息时不再受到时空的束缚，

有助于打破市场分割、缓解信息不对称以及降低要素

的搜寻成本，进而促进要素在区际间的流动——资本

自由流向利用效率更高的地区，人员及时获取与自身

技能和薪资要求匹配的招聘信息。因此，空间上相互分

散的经济活动就可以通过要素的区际流动组合成一个大

的整体，使某些利用效率低下的要素进入高效的经济活

动过程。

实际上创新生产也是各种研发要素之间组合的互动

过程(白俊红和王钺，2015) [15]。首先，某个地区研发

要素的流出可以与流入地闲置的研发要素相结合，使闲

置的资源，如研发基础设施等，也投入到创新生产中，

从而提高研发要素的利用效率，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

置。其次，研发要素的区际流动意味着在各个地区的

创新生产活动中引进了竞争机制。创新竞赛(innovat ion 

contes ts)将促使各个区域持续优化创新环境，提升创新

能力，进而使研发资源能够得到最大限度利用，达到帕

累托有效配置(Che and Gale，2003；Boudreau et al.，

图1  数字化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



45证券市场导报   2022年1月号

数字经济

2011)[4][2]。通常而言，要素的流动往往还伴随着产业转

移的发生。某个地区研发要素的流出也可能会加速研

发要素从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创新活动向具有更大研

发价值的创新活动集聚，实现研发资源的合理配置。

基于以上分析，在假设H1a成立的前提下，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H2：数字化可以促进创新要素区际流动来改善创新

要素错配。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探究数字化对地区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本文建

立如下面板模型：

τKit=α0+α1digit+α2Xit+μi+λt+εit                                                           (1)

τLit=α0+α1digit+α2Xit+μi+λt+εit 	                                  (2)

其中，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τKit和τLit分别为地区的

研发资本错配指数和研发人员错配指数；digit为数字化水

平；Xit为控制变量。μ i代表个体效应，λ t代表时间效应，

εit为随机误差项。

进一步，为检验创新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效应是否

存在，本文参考温忠麟等(2004) [33]的研究，设定如下

模型：

cflit=β0+β1digit+β2Xit+μi+λt+εit 	                                 (3)

τKit=γ0+γ1digit+γ2cflit+γ3Xit+μi+λt+εit 	                    (4)

pflit=β0+β1digit+β2Xit+μi+λt+εit 	 	                    (5)

τLit=γ0+γ1digit+γ2 pflit+γ3Xit+μi+λt+εit                           (6)

式(3)、式(5)中，cfl it和pfl it为中介变量，分别表示研

发资本和研发人员区际流动量。根据温忠麟等(2004)[33]

的检验步骤，式(1)和式(2)中的α1显著是中介效应检验的

前提，说明数字化对创新要素错配存在影响。接下来，

如果系数β1和γ2显著，说明中介效应存在；但是，如果β1

和γ2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进行Sobel检验，若拒绝原

假设，说明中介效应存在，反之不存在。

(二)变量测度与说明

1.创新要素错配程度

借鉴陈永伟和胡伟民(2011) [20]、A k o i(2012) [1]的

研究，本文对表示地区创新要素错配程度的研发资本

错配指数τ K i t和研发人员错配指数τ L i t分别进行衡量，具

体如下：

 
                                             (7)

式(7)中，γKi和γ Li为研发要素价格绝对扭曲系数，一

般用价格相对扭曲系数来替代：

   	                    (8)

式(8)中，si为地区i的创新产出的份额，βKi和βLi分别

为地区i的研发资本和人员的产出弹性。式(8)反映了各地

区创新要素实际分配与理想情况的比值，即地区i的创新

要素错配程度，若该比值大于1(τ＜0)，表明该地区创新

要素配置过度；反之，若该比值小于1(τ＞0)，表明该地区

创新要素配置不足。为避免符号方向不一致对回归产生

干扰，本文沿用季书涵等(2016)[23]对τ取绝对值的做法，

数值越大即错配越严重。接下来，为估算产出弹性β，

本文借鉴赵志耘等(2006)[41]相关研究，假定创新生产函

数为规模收益不变的C-D生产函数，即：

                                                     (9)

式(9)中，Y为创新产出，通常而言专利数量可以作为

创新产出水平的代理变量(Cheung and Lin，2004)[5]，故

本文借鉴靳来群等(2019)[25]，使用专利申请数4作为创新

产出；Kit为研发资本投入，用各地区的R&D资本存量5衡

量；Lit为研发人员投入，用研发人员全时当量6衡量。

2.数字化发展水平

目前，对数字化的研究多数还位于理论层面，仅少

量文献对数字化发展水平进行了量化，且评估标准尚未

统一。Habibi and Zabardast(2020)[6]使用单一的互联网

指标来衡量；赵涛等(2020)[40]构建了数字经济指数来表

征；周青等(2020)[42]从数字化接入、装备、平台、应用

表 1  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字化
发展水平

数字基础设施
长途光缆线路密度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比率

数字生活应用

人均电信业务量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数字产业发展

信息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信息产业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

信息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注：由于数据可得性，信息产业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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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视角分别对数字化水平进行评价。结合数字化对各

产业的渗透和普及事实看，依靠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数字应用和数字产业实现了蓬勃发展。故本文参考庞

瑞芝等(2021)[29]的做法，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生活应

用、数字产业发展等三个维度构建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

指标体系，这三个维度分别体现了一个地区数字化的硬

件条件、融合程度以及发展支撑，能够合理反映数字化

推动经济社会结构演变的复杂过程。在表1所示的指标体

系下，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数字化发展水平的综

合指数，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后各地区的数

字化发展水平介于0~1之间。标准化公式如下：

                                             (10)

式(10)中，ordigit表示由主成分分析法直接得到的数

字化发展水平，ordigmax和ordigmin为所有年份和地区数字

化发展水平的最大值和最小值，digit即标准化之后的数字

化综合发展指数。

3.创新要素区际流动量

借鉴白俊红等(2017)[14]的研究，本文采用引力模型

来测量区域间创新要素流动情况。其中，R&D资本流动

的表达式如下：

                                                (11)

式(11)中，cflij表示地区i流动到地区j的R&D资本流动

量，Ki和Kj分别为地区i和地区j的R&D资本存量，Rij为地

区i和地区j之间的地理距离，基于两区域中心的经纬度测

得。因此，地区i的R&D资本总流动量表示为：
                                                           (12)

与资本流动不同，R&D人员流动会更容易受到经济

环境、就业环境、居住环境、创新环境等社会环境因素

的影响，故本文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选取人均GDP、城

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7、研发

机构数量分别表征上述因素来体现地区吸引力。因此，

R&D人员流动的表达式如下：

pflij=1nNi1nGj1nSj1nIj/1nPjR
-2
ij                                 (13)

式(13)中，pflij表示地区i流动到地区j的R&D人员流动

量，Ni为地区i的R&D人员，Gj为地区j的人均GDP，Sj为

地区j的平均工资，Pj为地区j的平均房价，I j为地区j的研

发机构数量。Rij为地区i和地区j之间的地理距离，同样基

于两区域中心的经纬度测得。因此，地区i的R&D人员总

流动量表示为：
                                                          

(14)

由于测算所得的R&D资本流动量和R&D人员流动量

具有典型的右偏性特征，故本文将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4.控制变量

为最大程度克服遗漏变量引致的偏误，本文在参照

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引入如下一系列可能影响创新

要素配置的控制变量：产业结构(indus)，以第三产业产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反映；市场化程度(marki)，

采用王小鲁等(2019)[32]测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8；

政府干预(govern)，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来反映；金融发展水平(fina)，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以

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反映，美元按照每

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对外开放程度(open)，以进

出口贸易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美元处理

同上。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

平衡面板数据(缺西藏)作为研究样本，基础数据均来源于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省份统

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表2是主要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研发资本错配指数的均值为

1.1817，最大值为6.9497，标准差为1.1387，表明不同地

区间创新要素错配程度的差异较大；研发人员错配指数也

呈现相同特征，这与靳来群等(2019)[25]的发现相近。数字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型 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τK 450 1.1817 1.1387 0.0012 6.9497

τL 450 1.2781 0.8726 0.0009 4.5012

解释变量 dig 450 0.2856 0.2093 0.0000 1.0000

中介变量
cfl 450 5.1087 0.9395 1.7750 6.8869

pfl 450 3.6179 0.8226 0.5366 5.0771

控制变量

indus 450 0.4550 0.0927 0.2970 0.8350

marki 450 6.6005 1.9388 2.3300 11.7100

govern 450 0.2366 0.1085 0.0919 0.7583

fina 450 1.2947 0.4462 0.5886 2.5772

fdi 450 0.0243 0.0208 0.0001 0.1261

open 450 0.3123 0.3611 0.0129 1.6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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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指数的均值较小，类似于赵涛等(2020)[40]的测算

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数字化发展普遍不充分。从其他

变量看，不同地区间创新要素流动量、市场化程度、金

融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依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采用面板固定效应

模型分别对式(1)和式(2)进行估计。表3报告了数字化发

展影响创新要素错配的估计结果。其中，在列(1)和列(2)

中，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发展水平的系数为负，且至少

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列(3)和列(4)中进一步纳入

了控制变量，由于创新要素错配的相关不可观测影响被

吸收，数字化发展水平系数的绝对值有所减小，但依然

在5%水平下保持负向显著。上述回归结果均表明，数字

化能够有效改善省际层面的研发资本错配和研发人员错

配，假设H1a得以验证。

从控制变量看，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值为负且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一定程度上说明第三产业比重

越高越有利于研发资本和人员错配的改善。市场化程度

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显著为负，这与白俊红和刘宇英

(2018)[13]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价格

机制的引导作用越明显，进而缓解创新要素的错配。政

府干预、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均至少在10%水平下显著

为正，意味着政府过多干涉经济、过度依赖外来投资都

会加剧创新要素的错配程度。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在1%

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并未有效缓解

区域创新要素错配。究其原因，可能是我国很多地区的

金融市场存在诸多乱象，市场服务效率低下，甚至抑制

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对创新要素配置产生负面影

响。对外开放程度对研发人员错配的影响显著为正，但

对研发资本错配的影响却不显著，表明当前我国进出口

贸易加剧了研发人员错配，但对研发资本错配的影响具

有不确定性。

(二)内生性讨论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有助于降低创新要素错配

程度，二者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然而，模型中存在内

生性问题会导致估计结果有误。考虑到科技创新是数字

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创新要素错配程度直接影响了

科技创新水平的高低，因此创新要素错配对数字化可能

存在反向因果。选取适当的工具变量，是处理内生性问

题的常用策略，本文借鉴赵涛等(2020)[40]，构造各地区
表 3  数字化影响创新要素错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FE FE FE FE

 τK  τL  τK  τL

dig
-2.7095***
(0.8585)

-1.4312**
(0.5674)

-2.0324**
(0.8367)

-1.1801**
(0.4796)

indus
-3.7254***
(0.9661)

-2.8568***
(0.5882)

marki
-0.1186*
(0.0637)

-0.1670***
(0.0371)

govern
3.8686***
(1.1620)

0.4913***
(0.1689)

fina
1.2878***
(0.2566)

0.8735***
(0.1527)

fdi
8.8259***
(2.6121)

2.8144*
(1.6170)

open
0.3862

(0.2840)
0.4567***
(0.1667)

截距项
1.3121***
(0.1383)

1.3354***
(0.0914)

0.5990
(0.6511)

0.0655
(0.3862)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50 450 450 450

R2 0.0935 0.1601 0.1995 0.3388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下表同。

表 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τK  τL  τK  τL

dig
-3.5813**
(1.5965)

-1.7212**
(0.7859)

-2.8469***
(0.7147)

-1.4261**
(0.630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LM
35.259
[0.0000]

35.259
[0.0000]

59.597
[0.0000]

59.597
[0.000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21.394
{16.38}

21.394
{16.38}

228.472
{16.38}

228.472
{16.38}

样本量 450 450 420 420

R2 0.2074 0.3366 0.2068 0.3595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IV1
7.86e-05***
(1.70e-05)

7.86e-05***
(1.70e-05)

IV2
0.8892***
(0.0588)

0.8892***
(0.058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 ) 内数字为标准误，[ ] 内数字为 p 值，{ } 内数字为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 水平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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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9的

交互项作为数字化发展指数的工具变量。为避免工具变

量选取中存在偏误所导致结果的偶然性，本文还使用数

字化发展水平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

见表4。

表4第(1)(2)列是选取历史固定电话数和上一年全国

互联网用户数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第

(3)(4)列是选取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

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数字化

发展水平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这与表3的基准回归结

果保持一致，进一步印证了数字化有利于改善创新要

素错配。

(三)稳健性检验

1.更换变量测度方法

为排除变量测度方法给估计结果带来的干扰，本文

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更换核心解释变

量。将数字化发展指数的合成方式由主成分分析法调整

为熵值法，回归结果见表5第(1)(2)列；第二，更换被解

释变量。一是在测度创新要素错配指数的过程中使用发

明专利申请数10来衡量创新产出，回归结果见表5第(3)(4)

列；二是考虑到从创新要素投入到产出可能需要经过一

定的时间和周期，因此对式(9)中的创新投入进行滞后一

期处理，即创新产出采用当期数据，研发人员和研发资

本投入采用上期数据，回归结果见表5第(5)(6)列。结果显

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

10%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样本期间我国数字化发展显

著促进了省际创新要素错配的改善，由此验证了结论的

稳健性。

2.使用动态面板估计

上述估计结果均成立在静态面板回归的基础上。如

果要素错配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袁志刚，2013)[38]，

结果的稳健性则可能受到影响。对此，本文进一步加入

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

计。表6中，第(1)(2)列是差分GMM的估计结果，第(3)(4)

列是系统GMM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考虑模型的动

态效应后，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仍然

保持负向显著。

五、进一步研究
(一)创新要素区际流动机制检验

理论分析表明，数字化可以促进创新要素的区际流

动来改善创新要素错配。为验证该作用机制假设，本文

拟采用式(3)~(6)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7所

示。列(1)和(3)中数字化对研发资本流动和研发人员流动

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均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创新要素在区际间的流动。列(2)加

表 6   稳健性检验 II：使用动态面板估计

变量

(1) (2) (3) (4)

差分 GMM 差分 GMM 系统 GMM 系统 GMM

 τK  τL  τK  τL

L1.τ 0.6305***
(0.0190)

0.7459***
(0.0280)

0.8713***
(0.0044)

0.9114***
(0.0086)

dig -0.3034**
(0.1418)

-0.3152***
(0.0628)

-0.3512***
(0.0758)

-0.2304***
(0.079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90 390 420 420

AR(2) 0.3690 0.5027 0.5249 0.5173

Sargan 值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AR(2) 和 Sargan 值为检验的 p 值。

表 7  创新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cfl   τK pfl  τL

dig 0.3624***
(0.0743)

-1.7279**
(0.8456)

0.3185***
(0.0661)

-0.9438**
(0.4759)

cfl -1.0386*
(0.5533)

pfl 0.2395
(0.349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50 450 450 450

R2 0.9615 0.2290 0.8706 0.2562

Soble 检验值 -2.0810** 0.3294

表 5  稳健性检验 I：更换变量测度方法

变量
(1) (2) (3) (4) (5) (6)

 τK  τL  τK  τL  τK  τL

dig -1.9260*
(1.1075)

-1.1967*
(0.6388)

-1.7288**
(0.7764)

-3.4118***
(0.9884)

-1.8767**
(0.8815)

-1.0276*
(0.60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R2 0.2154 0.3477 0.2317 0.8381 0.0425 0.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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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中介变量研发资本流动，数字化发展水平和研发资

本流动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数字化发展水平系数的绝

对值相比表3中列(3)有所减小，说明研发资本的区际流动

是数字化缓解研发资本错配程度的作用机制。列(4)加入

了中介变量研发人员流动，研发人员流动对研发人员错

配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通过Sobel检验也无法显著拒绝

不存在中介效应的假设，说明研发人员的区际流动并非

数字化缓解研发人员错配的作用机制。因此，假设H2仅

部分成立。

可能的原因是相较于流动性强、流动成本低的资本

而言，人员流动更容易受到政策或主观意愿的影响。

例如，随着地方政府“人才争夺战”的白热化，不少

三、四线城市也加入其中，相比于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一线城市，零落户门槛和低住房价格吸引到较多

的创新人才流入；然而，多数三、四线城市的创新活动

研发价值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致使创新人才不能自

由转移到回报率更高的地区。面临这一窘境，三、四线

城市应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重视创新发展，不盲目倚靠

优惠政策“抢人”，真正精准定位当前地区发展迫切

需求的专业型人才。此外，即便一些经济实力优越的

地区吸引到了大量的创新人才，有限的研发设备使用拥

挤也可能会扭曲研发人员的合理配置(白俊红和王钺，

2015)[15]。

(二)区域异质性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但区域间

发展水平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步入数字时代后，区

域“数字鸿沟”同样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那么，数字

化对创新要素错配的改善效果是否存在着区域差异？

一般而言，东部发达地区的数字化进程较快，对创

新要素错配的改善作用相比于中西部地区可能更加明

显。当然，中西部地区数字化发展水平虽然较低，但

“后发优势”带来的边际贡献也可能大于东部地区(陈小

辉等，2020)[19]。鉴于此，本文将总体样本划分为东部

和中西部11两个子样本，以考察数字化对创新要素错配

影响的地区差异。此外，地区的创新要素配置存在过度

(τ＜0)和不足(τ＞0)两种情形，不同情形下，数字化对创

新要素错配的影响可能不同，于是，本文进一步将总体

样本分成“配置过度地区”和“配置不足地区”两个子

样本。分地区估计的结果见表8。

从表8第(1)~(4)列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数字化发展

水平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而中西部地区均不显著，表明

数字化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存在着地区差异。与经济

发展水平类似，我国数字化在规模持续增加的同时也具

有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特点，表现为由东向西呈阶梯状逐

级减弱。据《中国区域数字化发展指数报告(2020)》显

示，数字化发展水平排名前六位的均为东部省份，排

名末十二位的全部为中西部省份。同时，东部地区由于

市场化进程较早，具备相对完善的要素市场和良好的竞

争环境，这有利于减少数字化影响创新要素配置时所受

到的约束，进而有效缓解其错配程度。而中西部地区可

能受到市场机制不完善以及要素流动障碍等一系列制

约，使数字化对创新要素错配的改善效果没有得到充分 

展现。

表8第(5)~(8)列为地区的创新要素配置存在过度和

不足两种情况下，数字化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结果

显示，对于创新要素配置过度地区，数字化均能显著降

低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错配水平。原因在于数字技术衍

生出更多的新应用、新模式和新产业，驱动过多的研发

人员和研发资本流向效率更高的数字产业领域，提高了

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对于创新要素配置不足地区，数字

表 8  分地区估计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配置过度地区 配置不足地区

(1) (2) (3) (4) (5) (6) (7) (8)

dig -2.6379***
(0.7727)

-1.3398**
(0.6391)

-2.1111
(1.7440)

1.0863
(0.9711)

-0.3291*
(0.1754)

-1.7478**
(0.7651)

-3.8776**
(1.8398)

-1.0094
(0.939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80 180 270 270 138 346 312 104

R2 0.2306 0.3537 0.2816 0.4462 0.6232 0.3918 0.2468 0.4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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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显著改善了研发资本错配，但对研发人员错配的改善

效果却不明显。上文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可以促进研

发资本的区际流动，使研发资本从配置过度地区流向配

置不足地区，但相比于资本，人员的流动性较差，流动

成本较高，更容易受到政策或主观意愿的影响。观察到

样本期内研发人员配置不足的地区多为南方发达省市，

如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对研发人员的需求量较

大。然而，现行的户籍制度和这些地区的高生活成本在

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研发人员的自由流动，使之不能自

由转移到回报率更高的地区，导致研发人员的合理配置

发生扭曲。综上，数字化对于创新要素错配的改善效果

存在着区域异质性。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数字化改善创新要素错配的理论分析基础

上，测算了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创新要素错配

指数和数字化发展水平，并对内在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

证检验。结果表明：(1)数字化能够显著改善研发资本和

研发人员错配，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更换变量的测度方

法以及使用动态面板估计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数

字化可以通过促进研发资本的区际流动来改善其错配程

度，而研发人员的区际流动则没有起到中介效应，这是

因为相较于流动性强、流动成本低的资本而言，人员流

动更容易受到政策或主观意愿的影响；(3)数字化对于

创新要素错配的改善效果存在地区差异，其显著缓解

了东部地区创新要素的错配程度，但对中西部地区的

作用却并不明显。此外，地区间创新要素错配方向的不

同也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对于创新要素配置过度地

区，数字化均能显著降低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错配水

平；而对于创新要素配置不足地区，数字化仅显著改

善了研发资本错配，对研发人员错配的改善效果则不

明显。

以上研究为数字化背景下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出

了一些建议与启示：一是孕育形成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

动能。各地政府应顺数字化之势而为，将其作为推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之举和“牛鼻子”工程，在培育壮

大数字产业的同时，借助数字技术全领域、全方位、全

链条赋能传统产业，以硬件设施升级为重点、软件服务

优化为抓手，切实推动创新要素的高效化配置。二是实

施柔性人才引进战略。在研发人员引进的过程中出台具

体的政策措施，打破户籍制度和人事关系的限制，采取

聘用、合作、学术研讨、技术指导咨询等多样化形式，

塑造自由流动的、全面开放的人才环境，同时还需要为

人才提供优厚的待遇补贴，落实“按贡献分配”的原

则。三是完善创新要素市场转移转化体系。过程中应成

立一批高度专业化、服务化的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并利

用数字技术加快资本、人才等创新资源的技术转移网络

建设，从而提高创新要素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此外，还

需加快建设科教密集、创新成果多的省会城市成为具有

区域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借助数字化发展强化创新中心

城市的辐射作用，推动重点领域项目、资金、人才一体

化配置。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动能转换研究”(项目编号：17BJL081)]

注释

1. 包括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

2. 数据价值周期被描述为从数据化到数据分析和决策的一系列

阶段，这个过程不是一条线性的价值链，而是涉及价值创造过程中

多阶段反馈的价值循环。

3. “斯密定理”指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限制。

4. 这里使用专利申请数而非授权数，是因为专利数量从申请到

授权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

5. 借鉴余泳泽(2015)[36]修正后的永续盘存法来测算。关于初始

R&D资本存量的确定，采用余泳泽(2015)[36]以1998年为基期计算得

到的省际R&D资本存量。

6.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是全时人员与非全时人员依据实际工时折

算成全时人员之后的和，比直接用研发人员数量更具客观性。

7. 由于住房价格越高越会阻碍人才流入，故这里将房价视为负

向指标处理。

8. 其中2017―2019年的市场化指数根据年均增长率予以推算。

9. “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是随时间变化的指标，避免

了不随时间变化的工具变量在面板模型中的运用(Nunn and Qian，

2014)[11]。
10. 专利包括三种形式：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

专利，其中最能体现创新产出的当属发明专利。

11.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

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西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

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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